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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，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

验了。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，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。

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，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。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耀，恰

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。 

 

  话说土改又成时髦话题，新土改再成迷人诱惑，农民都已醉眼迷离。改来改

去，本报以为，现在的土改都是在还债，还六十年前的债。其实，倒退六十年，全

国掀起土改热潮时，曾有独立知识分子上书毛，力阻土改，并做出了惊人的预言，

不幸的是，预言成真!本报带您来一起回忆这段惊人的预言，这个人就是农业经济

学家董时进。这是一个先知者的悲哀，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。 

 
  1949 年 12 月，董时进上书毛泽东，劝阻土改。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

和农村社会的分析，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，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

题。 

  董的观点简单明了：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，而是人口太多，土地太少，农

村劳力大量剩余。应当节制生育、优生优育，同时发展其他产业，将农村劳动力转

移出去。如果平分土地，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，阻碍中国工业化。平分土地后，

土地细化，难实行机械化，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，对土地长远投资



缺乏热忱，土地将退化。再者，土地改革后，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，将

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。 

  他认为，当时共产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，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，认定不到乡

村人口 10%的地主富农，占有约 70%至 80%的土地。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

实的虚言，令董愤愤不已。他指出，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 16 省，163 个

县，175 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，35.6%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，24%农

户拥有五至十亩，13%农户拥有十至 15 亩，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 0.02%。这

一调查和他在四川，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。如今可查的数据，包括土改时期的调

查，都证明了董的观点。 

  董时进强调，在中国，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，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。土

地可以自由买卖，租赁基于双方自愿，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

起家的，如百姓所言，"富不过三代"。地主不是一个阶级，"有恒产"的传统令工

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;这和存款，买股票是同样道理。拥有土地不是

犯罪，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。他给毛的上书中，举了进城女佣和

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

 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，宁愿租出土地，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，另外向地主租

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。自耕农刻苦勤奋，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。土改

后，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，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，因为他们耕种所得，都要上

缴国家，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。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，例

如推广良种，兴修水利，放干冬水田，提高复种指数，推广美国式的农场，实现机

械化、化学化。 

  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，必须爱护而非打倒;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

犯，他们应当受到尊重，而不是被羞辱，被残酷地斗争。中国的优秀人才，许多来

自地富家庭。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，但只是少数，这对海外读者，不过是常识;然

而在国内，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，至今仍然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。 

  董时进 1900 年出生于重庆垫江，1924 年赴美留学，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

学位。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，曾在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交通大学



等校教授农业经济，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，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、中

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。 

  1938 年，他在成都创办《现代农民》，在发刊辞中称，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

民的知识，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。月刊内容分政论、农业科技、农人之声和通俗文

艺三部分。从农民的角度和需求来办一份刊物，看来自然而简单，在中国大陆却忽

略了数十载，直到今天，在数千份社科和人文类杂志中，针对农村人口的，也仅有 

1980 年代中创刊的《乡镇论坛》、《农家女》等极少数。 

  《现代农民》月刊也抨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。董写过"保长的威风"、"骇

人听闻的乡长"、"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"、"役政的弊端"、"征粮舞弊应处死"等

文章，还针对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写了"请政府禁呼万岁"一文，其中写道："万岁原

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"，"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

吏，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"。《现代农民》月刊遭国民党当局压制，他于

是发表文章说："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力，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" 。 

  1945 年 10 月，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被选为

中央委员。会议提出"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实行土地国有"作为民盟政纲之一。董

时进则在会上发言，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，而是改良生产技术

问题。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，表示不同意该主张，退出民盟。 

  1947 年 5 月 12 日，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，任主席。他在成立宣言

中说道："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，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

人，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。……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，非

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，并将他们团结起来，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。只有这样，

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"。 

  六十年后，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，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提出给农民

与公民权利的主张。董的见解，似乎更为深刻。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，谋求

于同城市平衡发展，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，而

是政治混乱，法纪不存，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，即所谓的"政治剥削"。所以一方

面它要求实行法制，惩处贪官污吏;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



提下，依靠政府进行改良，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，促进农村的

经济发展。 

  农民党拒绝参加国民党的'国大'，董时进著文指责"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

"。这 800 人的小党也不为共产党所容。1949 年 6 月 25 日，中国农民党在北平

发表《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》，随后解散。董时进曾经赞

扬中国共产党"有朝气，精神振作，办事务实，政治廉洁，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

恶习"，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" 三三制"政权。到 1950 年初，他对共产党的希

望破灭，他也知道自己给毛上书不可能被接纳，此时，应付他的大新农场公粮缴

纳，令他焦头烂额，最后幻想破灭，决定远走香港。 

  他对今后中国的去向十分悲观，对农民的前景尤为绝望，说："将来生产出来

的东西，可是要尽量缴归政府，自家能够保留的，最多只够养活性命，再多是不成

的。换句话说，土改政策，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，

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。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，叫牠去耕，是没有

分别的。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?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，除了为政府生产

外，遇必要时还要去为政府打战。总而言之，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，用贫民

的力和命，去帮他们打天下" 。 

  作为农业经济学家，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经济。"组识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

的分子，告诉他们说：'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，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，所有使

得你们贫穷。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吧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，把各种农具，家

具，粮食，等等都拿过来。''那些贫民明明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并不是什么封建的，

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，然而政府的委员既然对他们这么

说，叫他们这么做，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，又何乐不为呢。于是他们只好硬

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，随着政府的委员(工作组)一齐去打抢。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

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，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。" 

  他对土改的批判，和数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等得出一致的结

论：将地主的土地，房屋，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，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，

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，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，是对中国传统道德



的颠覆。在没有宗教信仰，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，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

础。颠倒是非，打家劫舍的'土改'，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。 

  他对随土改而来的乡村悲观预言，包括土改以后就会收回土地搞"社会主义化

"，几乎都不幸言中。他祖母曾经是个贫穷的寡妇，善持家，到父亲辈，薄有田

产，又极重教育，故而供他外出求学。且看他如果预言未来的农村教育："在过

去，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，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，所以农村中尚能

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。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，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

农，他们的糊口且不易，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。如果学校都改成公立吧，羊毛还

是出在羊身上，在过去有富人负担，贫寒人家可以豁免，现在要大家平均负担，他

们负担得起吗?何况孩子们要捡柴拾粪，帮助杂活，即使有免费的学校，也没有去

受教育的时间。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，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"。 

  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，收购大地主的土地，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，扶持自

耕农，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，或向政府租赁土地。其实，他如此建

言时，知道土改大局已定，于是悲哀地预言说，政权巩固之后，这个政党就会再将

农民的土地收回，建立集体农庄，粮食大量交给政府，农民被整体奴役，然后会出

现许多问题，会饿死人，最后，(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：)"他们还是会放弃，

回到正确的路上来" 。 

 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，如《农业经济学》、《农民与国家》、《国防与农

业》、《农村合作社》、《粮食与人口》、《农人日记》著有《食料与人口》《农

村合作》等书。 1950 年到香港后，写了《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》，《我认识了共

产党》，《共区回忆录》等三本小册子，后又在台湾出版了小说《两户人家》。也

出过两本英文著作。他于 1950 年赴美定居，1984 年在美辞世。 

  风起云涌的年代，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，不少理想主义

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。胡适提出，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。然而，

读几本小册子，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，就可以迷上某种主义，将之奉为真理;而

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，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。遍地哀鸿的年代，

知识分子没有那个耐心。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，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，了解

农村，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，又格守理性常识的人才。 



  他的真知灼见，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。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，董痛心

疾首，却并不气馁。"追求了这许多年的民主自由，最后乃不免扑一个空，而且发

觉呈现在眼前的，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，更恶劣的景象"。"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

贵的宝贝，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。为它而奋斗，是很值得的。一生追求不到，还有

下一代，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" 。 

  对于呼声甚高的“苏联经验”，董时进的批评是，“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

是成功，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(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

而言)，是另一个问题。但我确知道，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，都不是在

苏联，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。我也知道，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

庭农场，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承认苏联的集

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，然而也要知道，苏联是苏联，中国是中国，两者土地人口

的情形，和历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渊。” 

  与此同时，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：“这种制度(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)，完全是

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，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，扩大经营，提高效率的意思。我一

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，害处很大的。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，杀死及饿死

许多人之后，终究还是要作罢的。我不懂共产党的先生们，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云的

先生们，何以如此胆大。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

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(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，无论成绩如何，都是

不配称经验的)，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，拿来

当试验品!” 

  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，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。

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，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。曾经，

他是孤独的。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，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。历史所能赋予

他的荣耀，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。 
 


